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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Darwin 的《帖木兒之後》（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一書，揭露的是過往以國家作為歷史呈述的中

心點或是以帝國為概念的論述方式的不全之處，事實上歷史是具有主觀意

識、選擇性之下的產物，並且歷史是一個時代、許多事件的縮影。也就是

說過往的歷史與現今實際上是具有前因後果的因緣存在，過往當代的事實

完整呈現要藉由當時的多元複雜性來展現。此外，John Darwin 所強調的去

殖民化概念來詮釋歷史在本書當中嶄露無疑，尤其在本書章節安排中可得

知，各章節是以時代加以區分，並聚焦於帖木兒死後，終結歐亞帝國型態

應運而生的歐洲、中亞（伊斯蘭）、遠東三區平衡狀態與其發展，從而擺

脫了過往以歐洲作為中心，與以線性方式描述世界史的模式。 

本書中還可觀察到兩個重點，其一為是積累效應所產生的效果，這正

彰顯了歷史為具多重因素的因果聯繫網絡，亦即「羅馬並非一夕造成」的

思維，多重因素積累所產生的衝擊就是產生變動的時機，例如十八、九世

紀工業革命影響亦非一蹴可幾；其二為制度的變革，當制度無法符合時代

需求或是當其走到極致後，制度的改變與不改變都會對於後代產生無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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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影像力，如在 1880 年代，中國與日本兩國在歷經 1840 年代以後的歐

洲衝擊之下面臨制度變革的選擇，同治中興與明治維新都是內憂外患下的

產物，但兩者最後導致國家發展與歷史走向步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John Darwin 將時代區分分為九個區隔： 1405 年（十五世紀）帖木兒

死後的狀態；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意義重探；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

中葉，東西方均勢狀態以及歐洲式經濟改革時期； 1750 年到 1830 年代地

緣政治、文化與經濟上的歐亞革命，最終將歐洲正式帶往世界中心的過渡

期； 1830 年代到 1880 年代，從「歐洲」走向「西方」，以其與此同時亞

洲與西非的衝擊與發展； 1880 年代到 1914 年，自由貿易模式與全球殖民

主義的確立； 1914 年到 1942 年，經歷兩場世界大戰，美國的崛起與歐亞

舊制度的瓦解；二十世紀後半，冷戰時期的美國、蘇聯兩帝國兩極對立時

期；廿一世紀至今，全球化世界走回帖木兒死亡後的多元、均勢狀態。 

John Darwin 藉由 1405 年帖木兒死後隨之瓦解的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

作為檢視媒介，歐亞在此後分為歐洲遠西諸國、中亞信奉伊斯蘭的區塊與

以儒家文明為主的遠東三大均勢狀態，事實上，這三大區塊之間的界線會

隨著時間或是文化認同傳播變遷而存有灰色地帶，但大體上未來便以此三

大區塊作為發展的粗略分界點。突破過往的歐洲中心觀，John Darwin 試圖

呈現的是各個時期的歷史面貌，歷史並非點與線的線性發展，而是由多重

點與線交織而成的複雜脈絡，雖說如此的區分方式不免還是有著簡化的疑

慮，但由此去理解歷史的發展脈絡，實際上是可行且實際的嘗試。要解釋

的是，此時的「歐洲」範圍還侷限在地理位置所理解的區塊，此後在歐洲

進入美洲、澳洲與非洲南部締造的新歐洲出現後，讓「歐洲」得以向東方

與西方延伸拓展為「西方」的概念。在 1405 年之際，歐洲是經濟復甦擁

有成熟跨地區經濟、由諸多基督教國家所組合而成的鬆散聯盟以及具備共

同社會、政治體制認知的區塊；伊斯蘭地區則擁有豐富文化遺產及掌握貿

易路線要塞，1405 年正是伊斯蘭地區活躍的階段，但在戰亂與天災的影響

下，商業活力在此時呈現衰退現象；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主呈現一統性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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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體現在中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鞏固國內貿易體系上，以及由此因運而

生的層級與中央土地掌控體制。 

在十五、六世紀，地緣政治與概念的轉變讓原本保持三大分區均勢狀

態的情勢有所變動，雖然在十六世紀，這些轉變造成的潛移默化情勢還不

明顯，但此時代正替十七世紀的發展鋪上基礎，且歐亞三大文明區塊仍是

壁壘分明地各自發展。此時期歐洲國家，尤其葡萄牙、西班牙與俄羅斯等

國分別拓展海權與陸權，培養地緣政治上的後續影響力，與此同時，歐洲

內部也正面臨宗教改革帶來的壓力；伊斯蘭國家在此時凝聚力更強，並在

擴張主義驅動下，結合伊斯蘭信仰世俗化達成的團結力，進一步建立鄂圖

曼聯邦的基礎；在東亞，兩個主要的國家－中國與日本，不約而同地走向

封閉的路線，中國強調自身文化一統性與拒絕對外通商，而日本則是進入

幕府對外鎖國時期，兩國的內政外交模式共同建立了當代東亞秩序。 

雖說歐洲在十六世紀正式探索美洲「新世界」，但其十七世紀的內在

政經條件還不足以支撐它更進一步擴張，且此時期對於「新世界」探索的

回饋仍舊處於不可知狀態，維持歐洲「舊制度」的成本也無異於是一大經

濟與文化負擔，讓新大陸探索的殖民擴張隨之侷限；伊斯蘭世界則沿襲上

世紀的擴張發展態勢，但逐步走向內向、保守路線，軍事、政治與經濟上

的頹勢讓鄂圖曼帝國產生無法避免的沈重壓力；東亞的中國與日本在新政

權成立後呈現蓬勃發展與鞏固態勢，雖說內部發展而成的龐大經濟、政治

體得以安然度過接續的 250 年，但與同時代的歐洲相比較，接下來的成長

態勢遠遠不及。因此也可得知，即使國家或是區塊維持穩定發展，但相較

於其他區塊與國家若處於相對弱勢，便會在整體上呈現衰弭態勢。 

經歷十五到十七世紀，三大區塊在基礎發展上走向不同的道路，相較

於伊斯蘭與亞洲區塊，歐洲「相對」呈現較開放的貿易、外交路線。在 1750

年代到 1830 年代間，這樣的不穩定均勢下各自發展的趨勢被歐亞革命所

打破，歐亞革命包括地緣政治上、文化上與經濟上的三場革命，此三場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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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環環相扣、相輔相成，為未來歐洲的心理優越感與實際支配優勢埋下伏

筆。在「新歐洲」區塊加入後，法國走向頹勢、英國相對崛起，兩大未來

重要的國際關係行為者－俄羅斯與美國也在此時歐亞舊世界均勢劇變之

際浮上檯面，歐洲藉由地緣政治拓展得以孕育自由貿易的雛型、佔領與殖

民歐亞外的「外圍世界」，在經濟、軍事、工業、速度等方面持續累積挑

戰東亞世界的實力；中國在自給自足的供應鏈下，缺乏工業化動機，並受

到以皇帝為世界中心的圉限，即使持續發展，遠不及蓬勃發展、積累實力

的歐洲諸國；伊斯蘭世界在軍事、經濟上的挫敗，似乎在現在的眼光在當

時似乎可以追尋歐洲路線而有挽救的機會，但當時連歐洲都不能得知自己

的發展路線能夠快速積累實力，更別提急於挽救伊斯蘭世界頹勢的穆斯林

思想家。此際，隨著歐洲懷疑主義、實驗精神與對時空看法的變動，以及

伊斯蘭世界與東亞世界的相對低迷，讓歐洲的「進步史觀」路線步上了不

可逆的道路。 

經由將近一世紀的準備，歐洲在 1830 年代物質實力大為增強，加諸

新歐洲的加入，歐洲在此時正式轉變為現代「西方」概念的雛型。在主要

強權主導下的維也納協調體制，讓西方人認為戰爭或是武力手段是維持均

勢的必要手段，也可控制在有限範圍內。此時，歐洲有幾個層面的重大變

革：政治與體制上，有限度的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興起以檢討過往舊制度

的發展極限，國家更加追求穩固、屹立不搖的政治體制；經濟上，世界經

濟進一步穩固及輔以交通科技進步，讓西方在經濟上獲得凌駕東亞與「外

圍世界」的決定性優勢；新舊世界與體制的結合，加上人口大量移入，讓

美國在此時具備有利發展條件。東亞的中國與日本在 1880 年代感受到內

憂外患的威脅，不約而同走上改革的路線，但規模大不相同，也讓兩國自

此走向一段不同的發展歷程。伊斯蘭世界鄂圖曼帝國的地緣位置劣勢，讓

其更加飽受瓦解與瓜分的壓力，改革失利所付出的龐大代價更是讓其一蹶

不振；同時期的埃及與伊朗也走向變革之路，埃及社會體制的劇變讓民怨

四起，加上外債的壓力使得埃及反而成為外國宰制的羔羊，伊朗除了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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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藉由地緣戰略的優勢位置，獲得了暫時的苟延殘喘的機會。不過整

體來看此時的發展，歐洲（西方）與亞非國家在科技、財政與人口資源上

的差距正逐漸迅速拉大。 

1880 年代後，西方世界將有形、經濟、文化力量的全球性階層體制加

諸於全世界，蓬勃的歐洲支配體系更加強化歐洲在各方面的優越感，全球

殖民主義泡沫直到 1914 年第一次大戰後才正式逐漸走向泡影。不過西方

對於未來與世界發展還是抱持著相當的隱憂，這也是他們認同種族隔離與

控制新征服民族的最主要因素。1880 年代後，歐洲人在非洲海岸商業幹道

日益熱絡、國內現金資金供應、非洲部份地區具有珍貴礦物，以及背負文

明解放的「神聖使命」等因素催動下，進入非洲的大規模外交協議的瓜分

時期。1900 年代，世界態勢維持當代五大強權－美國、俄羅斯、英國、德

國與法國的競爭性共存，全球各區塊似乎只待列強談妥瓜分模式。美國在

1904 年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延伸了門羅主義的概念與

意義，但同時又對當時歐洲全球殖民主義抱持著不安的立場；俄羅斯在穩

定發展下穩固現代帝國體制的所有關鍵要素，正式走入全球殖民舞台；英

國在 1880 年代後被迫需正式確立其勢力範圍主張，廣闊的勢力範圍也成

為尾大不掉的負擔，從而使其走向相對衰弱之途；德國的地緣位置使得其

即使不斷追求立足之地或是海外貿易，主要的經濟利益還是集中在歐洲境

內；法國雖有強烈企圖心，但是人口成長停滯、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國內

經濟潛力薄弱、地理位置不佳等因素，讓其外交立場搖擺不定。全球市場

經濟的形成促進倫敦作為全球經濟中心，但全球經濟自由貿易理論低估經

濟發展產生的摩擦及不穩定性，都讓全球經濟在此際發展蒙上些許陰影的

因素。歐洲以外的世界，尤其指殖民地區塊，在歐洲以強勢文化入侵與高

姿態挫敗之下，走向不同的文化反抗路線：其一為師法歐洲的文化變遷模

式，不過這需要具備讀寫能力強大的精英階層作為殖民當局與當地社會的

中間人；其二為宗教復興，如伊斯蘭教除淨化之外還希冀達成某種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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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印度教也出現整頓與淨化趨勢；其三則是將歐洲種族主義投射在

自身身上，認為自身需要改造與轉化。東亞由於距離歐洲較遠、與歐洲的

貿易量也不及其他區塊，再加上舊有文化、政治體制仍具備一統性，讓歐

洲無法輕易將東亞（尤其中國）納入殖民地範疇。中國在免遭列強滅亡的

內在、外在因素複雜，在清朝覆滅之後隨之建立的新體制也讓中國臣服於

歐洲之下的命運終結；日本在此時興起領導亞洲的天命理論，加上西方一

直以來過於低估日本的實力，以及地緣政治位置優勢，使日本得以逐步侵

略周遭區塊完成對於本土的環狀防禦與穩固經濟發展路線。 

1914-45 年間的兩次大戰打破舊有英國、俄羅斯、德國、法國、美國

五強，以及新崛起的東方勢力日本彼此在大體上維持的合作關係，並催生

出新的國際社會觀、打亂本來就不穩固的秩序。由於在國際秩序規則重構

上未有廣泛的共識，使得新文化的孕育成為本土路線，緊密結合領袖與人

民以團結抵禦外敵。兩次大戰事實上就像接連在一起的戰爭。第一次大戰

導火線在於列強未能維持瓜分默契處理巴爾幹問題，顯示未盡完善的「歐

洲國際體系」及未能預料到的總體戰爭後果，協約國（俄羅斯、法國、英

國）與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之間的戰爭很快演變成全球戰爭，1917

年美國參戰、俄羅斯崩潰，爾後的 1918 年在歐洲問題未解決之下進入休

兵期。1919 年的巴黎和會實際也並未解決問題，只是暫時擱置問題，不過

第一次大戰可以說是將歐亞舊式帝國正式推入瓦解的火坑，浴火重生的是

各民族的建國與革命問題：埃及、敘利亞、土耳其、印度、中國、俄羅斯

等等。戰間期世界面臨的是一個破碎的秩序，舊帝國主義雖瓦解但仍舊強

撐，直至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才讓問題的急迫性更加浮現。新式帝

國主義納粹德國追求生存空間與日本試圖建立東亞商業帝國的野心，促使

了破碎的世界秩序全面崩盤以及第二次大戰的爆發。 

經歷兩次大戰後的歐陸千瘡百孔，美蘇兩強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讓

美國支持舊有帝國殖民地持續保持地緣戰略以對抗蘇聯的擴張，不過在此

時，原本的殖民地概念出現了轉化。亞洲與非洲在此時期歷經去殖民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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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摧毀原本以歐洲為中心的帝國秩序以及特權機構，去殖民化在地緣

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文化上與人口上造成原有的全球秩序瓦解。1955

年在印尼萬隆所舉辦的「亞非會議」雖啟發不結盟的第三世界與去殖民化

的精神，但實際運作卻難處重重，例如帝國殖民時期將不同民族悃綁在一

起以利統治的方式，在帝國抽離後出現日益的地方性、地區性衝突。亞非

此時期值得注意的國家有：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對內達到統治權高

峰卻因政策方向錯誤導致中國經濟破壞，對外無法則制衡美國對台灣的幫

助並且與日本又有嚴重分歧；日本在戰後成為美國制衡中國與蘇聯的亞洲

平台，得以在經濟上與美國相連結；印度無法擺脫舊殖民時期遺留的主

權、政體與經濟問題；東南亞國家像是印尼、越南即使到了美蘇冷戰時期

還是脫離不了被帝國掌控的問題，內部仍需面臨種族與宗教上對立、政局

不穩等問題。非洲無法仿效利用民族主義集聚力量，但創造了「部落」的

概念讓非洲精英階層得以施行影響力以及建構權力，以對抗白人的種族隔

離與強化白人政治支配權的狀況，不過內部還是在非洲南三分之一地區有

著白人所統領的緊實集團，外部也有後帝國主義的虎視眈眈。中東在此時

期的去殖民化運動也是不盡順利，由於戰略位置與資源的問題，讓舊有歐

洲勢力不願隨二次大戰結束而輕易退出，「泛阿拉伯民族主義」也無法順

利解決地區內統治精英的敵對心態，以及民族、宗教、社會上的對立，還

需遭到以色列建國所遺留的巴勒斯坦問題衝擊。 

冷戰時期，由於美國與其他國家出現懸殊的有形國力差距，以及擁有

核子技術與運用原子武器的能力，讓美國誕生具帝國本質卻缺乏帝國之名

的強大體制。1950 年代，全球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已無法阻攔美國的影響

力，加諸美國在經濟、文化方面的軟實力支撐戰略武力方面的硬實力，讓

它得以在影響範圍之下運作美國支配下的和平。蘇聯主要掌握有利的歐洲

地緣優勢，以東德威脅西歐的心臟地帶，得以抵銷美國在高科技武器上的

領先優勢，但是過於擴大勢力範圍，反而成為蘇聯在經濟上、政治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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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上的沈重負擔。美蘇兩強在冷戰時期之爭有五大特色：1962 年後，美國

或蘇聯都無意直接挑釁；兩強在經濟實力存有強弱落差；兩強為了嚇阻對

方不斷擴張的勢力範圍的邊界區，局勢一直十分不穩；相互競爭讓兩強遭

受挫敗；兩強都無法有力控制其下的附屬國。在冷戰混沌未明的未來之

中，蘇聯內部改革無法順利解決沈重經濟負擔使其在 1990 年步上瓦解之

路，眼見美國成為冷戰後的超強，讓美國更認為其對世界政治、經濟，尤

其是對於歐亞地緣政治上所需要扮演的管理角色責無旁貸。 

雖說美國內外部都有許多對此感到反感的聲浪，但無法否認的是越來

越難以抵抗美國的影響力，且目前也還尚未出現能夠取代美元作為全球經

濟貨幣中樞的角色，雖然有各種跡象顯現會出現新的對手，但至少現在還

處於未知狀態。我們無法將此種美國的帝國型態與英國維多利亞帝國型態

所受到的限制相比擬，臆測未來也並非能夠說得準確的事情。重省過往的

歷史，可理解的是現今經濟、體制、價值觀、權力、宗教等方面分歧上的

差異是源自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並沒有簡單明瞭的帝國興衰史可以

講述，帝國實際上是多型態的形體，不論是農業帝國、奴隸兵帝國或殖民

帝國，帝國都存在於各個時代中，只是型式、生長期不同，展現出的活力

或樣貌也大不相同。從歷史中可學到的主要是兩個概念：其一為，屹立不

搖的帝國往往是將舊體制結合新方法加以改革、修正，而非全盤打翻就有

體制走上新道路，並且能夠在歷史洪流當中塑造共同的價值觀與習俗來統

領社會；其二就是，世界史所彰顯的意義在於沒有單一規範、制度、統治

者能夠套用到整體社會，世界是不斷保持多元的運作，這也就是作者所

說，由此看來，我們依舊活在帖木兒之後的陰影之下。 


